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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伯来圣经»中“扫罗立王”事件新解
∗

侯春林∗∗

«撒母耳记»集中记载了以色列君主制萌生时期的具体状况,以及

国王扫罗大起大落的戏剧性命运.扫罗是以色列历史上第一任国王,
但是其被废的原因却存在诸多疑点.这一文本症候的存在驱使读者去

挖掘文本背后的社会历史语境及意识形态冲突.«圣经»是一部兼具多

重属性的文化文本,决定了其难以尽言的丰富意蕴.然而,这种多重文

本特质又使得从某一立场解读得出的结论具有相对性和不确定性.马

克思主义以及类似的批评路径主张从意识形态角度解读«圣经»,为发

掘«圣经»文本中潜隐的意识形态因素提供了可资借鉴的研究方法.

作为犹太—基督教的信仰载体,«圣经»首先是一部宗教神学典籍,这是其最

为重要的文本属性. 不过,正如黄锡木所言:“分析文本的方式,不应因该文本神

圣与否而有所改变,因为我们若不按照作为人的圣经作者来了解他的作品,我们

就根本没有别的方法.”①此外,«圣经»还是记载古代以色列和早期基督教历史

的史学文本. 但是,圣经具有信史的性质吗? 答案显然是否定的. 有观点指出,
“就«圣经»的作者而言,历史只是实现更大目的的手段,而不是目的本身”②. 也

就是说,与所有的历史叙述一样,«圣经»写作的意图是为«圣经»作者所处的时代

提供有益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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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锡木:«历史文化解释法之再思»,«中国神学研究院期刊»第２７期.
[美]J．B．加百尔等:«圣经中的犹太行迹»,梁工等译,三联书店１９９１年版,第５４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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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针对«圣经»的意识形态批评

意识形态«圣经»批评发轫于２０世纪中后期,其重要驱动力之一在于,许多

学者认为基督教与不公义制度及谬误习俗之间存在共谋关系,甚至成为后者存

在的重要依据;从而,他们认为只有对某些传统的基督教思想加以解构,才能破

坏西方社会不平等的现实根基. 意识形态批评的前设是,社会矛盾能够在文本

中得到想象性解决,因而现实的意识形态冲突能够以编码的形式进入到文本之

中,并以“症候”的方式体现出来,批评的任务正是对这些文本“症候”进行解码.
从语言学层面来看,意识形态批评的合理性在于,文本的最小建筑单位———话

语———具有意识形态的符号性特征,能够为文本提供编码意识形态符号的功能:
“我们所清楚的话语的所有特点———就是它的纯符号性、意识形态的普遍适应

性、生活交际的参与性、成为内部话语的功能性,以及最终作为任何一种意识形

态行为伴随现象的必然现存性,———所有这一切使得话语成为意识形态科学的

基本研究客体.”①

意识形态«圣经»批评的研究对象,具体来说包括以下三点:(１)受意识形态

影响的历史背景下,特定作者进行的文本生产;(２)文本内部的意识形态再生产;
(３)受多种意识形态驱动和束缚,不同社会地位的读者对文本的接受和消费. 广

义上看,意识形态批评在作者、文本、读者三个变量上作用于«圣经»阐释;狭义上

看,«圣经»的意识形态批评是在社会历史批评的框架下进行的文学批评,且力图

实现综合性解读«圣经»文本的目的.②

析言之,意识形态«圣经»批评采用的是“内—外—内”的操作路径. 首先确

认文本中造成理解障碍的“症候”;然后以此为切入点对文本产生的社会历史背

景进行考察,挖掘文本背后的意识形态冲突;最后回到具体的文本分析中来,对

“症候”进行针对性的释读.
由此可见,从意识形态批评的内部分析中发现文本症候是第一个关键步骤,

因为“症候”能够直接快速地反映外部意识形态冲突在文本中的位置. 内部分析

的意图在于,分析意识形态如何被编码而参与文本构造,以及意识形态再生产的

运行机制. 为了宣讲真理的说服力,文本必然隐匿和压制了一些声音,正如马歇

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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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巴赫金:«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哲学»,华昶译,«巴赫金全集»第２卷,河北教育出版社２００９年

版,第３５７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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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所言:“为了说出一些事情,必须隐藏另一些事情.”①文本生产者为了“说服”
读者接受某种意识形态,往往会在文本生产时采用高明的修辞技巧,因此对构造

文本的手法进行细致解读是内部分析的题中应有之义. 尤其是对文本中的情

节、人物,以及包括在场和不在场的文学主体进行考察,这一点十分必要.
相比之下,意识形态批评外部分析所关注的核心,是生产文本的社会环境中

占主导地位的生产方式,尤其是与之相关的主导权力支配类型. 外部分析致力

于辨别和定位某一社会中被遮蔽的边缘化声音,并揭示出这些声音背后运行的

种种意识形态因素.
意识形态批评兼顾文本内外部分析的特征为解决机械反映论难题提供了重

要思路. 文本的内部与外部如同双面雅努斯的关系,缺失其中任何一面都有可

能得出褊狭的结论. 意识形态批评通过发现文本内部“症候”进而展开文本外部

分析,最后又回到文本中进行细读,这种操作范式能够较为准确地锁定位于文本

断裂处的意识形态线索,而其难点也恰恰在于如何有说服力地揭示文本内外交

合处的意识形态冲突. 文学使用话语符号来传达意识形态,但意识形态本身不

依赖于话语符号而存在,而是显现于话语与权力的交界处. 毋宁说,意识形态以

一种类似“合页”的方式存在于文本之中②,连接着文本与外部世界. 从这个意

义上来说,主张内外结合的意识形态批评能够最大限度地屏蔽阐释盲点.
意识形态起着沟通文本世界与外部世界的桥梁作用,但文学文本不同于日

常言谈,在传达意识形态时有着自身独特的表现机制. “事实上,文学话语是对

日常话语或任何一种力图传达意义的话语的讽拟,文学文本则在讽拟中得以逃

避意识形态的牢笼.”③就此而论,对文本进行意识形态解读,必须首先确定意识

形态在文学中的表现形式,然后才能选择操作路径以揭示文本中或明或暗的意

识形态因素.
对于意识形态在文学中的表现形式,伊格尔顿认为:“叙事是一切意识形态

中最具说服力的一种􀆺􀆺更确切地说,它正是意识形态的形式.”④詹姆逊更进

一步指出,叙事是“一种社会象征行为”,并明确断言“意识形态叙事”是“一切阅

读和一切阐释的绝对领域”.⑤ 在詹姆逊看来,一切文本内部都潜藏着“政治无

意识”. 叙事思想古已有之,文论领域的叙事学分析方法则在２０世纪下半叶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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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ierreMacherey,ATheoryofLiteraryProduction, London: Routledge& KeganPaul,p．９５．
TinaPippin, “Ideology,IdeologicalCriticismandtheBible,”CurrentsinResearch,４(１９９６),p．６７．
TerryEagleton, “Ideology,Fiction,Narrative, ”SocialText,２(１９７９),p．７０．
TerryEagleton, “Ideology,Fiction,Narrative,”SocialText ,２(１９７９),p．６７．
[美]詹姆逊:«政治无意识»,王逢振、陈永国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１９９９年版,第８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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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兴起. 就文学文本的意识形态解读而言,叙事起到的作用是根本性的. 话语

之间的起承转合构造出不同的叙事形式,而意识形态正是通过不同的叙事形式

才得以凸显和传达. 反过来,叙事也通过阅读和批评实践生产出更多的意识形

态内容.
基于以上讨论,笔者拟对以色列第一任君主扫罗王形象进行意识形态叙事

分析. 之所以选择这一研究对象,是因为«圣经»中关于扫罗的文本叙述中存在

显而易见的“症候”———扫罗贤能而被弃;这一症候为揭示以色列民族历史上王

权意识形态兴起之时神权与王权之间的冲突和博弈,提供了重要文本依据.

二、“扫罗立王”事件的疑点和分析

«撒母耳记»记载的扫罗故事是一部结构布局巧妙、情节曲折起伏、人物形象

丰满的精彩篇章. 其中以利、撒母耳、扫罗分别以不同方式处理儿子犯错的情

节,很耐人寻味.
以利属于以色列人的祭司家族,他的两个儿子何弗尼和非尼哈也是祭司,然

而二人却在给耶和华献祭的神圣仪式上唆使仆从强抢祭品,犯下对神大不敬的

重罪(«撒»上２:１２~１７). 更有甚者,他们竟然还变本加厉,“与会幕门前伺候的

妇人苟合”(«撒»上２:２２). 听闻儿子的恶行,以利本该履行父亲和祭司的职责,
予以惩戒,然而他的表现却令人失望:“我儿啊,不可这样. 我听见你们的风声不

好,你们使耶和华的百姓犯了罪. 人若得罪人,有士师审判他. 人若得罪耶和

华,谁能为他祈求呢?”(«撒»上２:２４~２５)几句不痛不痒的话自然不能引起恶子

的悔改. 最终,上帝耶和华怒而对整个以利家族做出严惩:(１)以利家族中的人

必中年夭亡;(２)废除以利家族的世袭祭司特权;(３)宣告两个恶子必在一日同死

的预言(«撒»上２:３１~３５). 值得注意的是,耶和华的第２项惩罚为撒母耳获得

先知职位埋下伏笔(撒上２:３５).
被上帝精心挑选的撒母耳不负所望,在治理百姓和对外征战中均做出重大

贡献(«撒»上７:１３~１７). 但是,撒母耳年老的时候竟也重蹈了以利覆辙,犯下

纵子为恶的罪行:
撒母耳年纪老迈,就立他儿子作以色列的士师.长子名叫约珥,次子名

叫亚比亚.他们在别是巴作士师.他儿子不行他的道,贪图财利,收受贿

赂,屈枉正直.以色列的长老都聚集,来到拉玛见撒母耳,对他说,你年纪老

迈了,你儿子不行你的道.现在求你为我们立一个王治理我们,像列国一

样.撒母耳不喜悦他们说立一个王治理我们,他就祷告耶和华.(«撒»上

８:１~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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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段文字很重要,可以得出以下三点:第一,撒母耳立其子做士师本身是不

合律法的. 这点与以利不同,以利家族的祭司世袭特权使其子的祭司身份并无

不妥,但是遍观«圣经»中的历任士师,皆由上帝亲自拣选,只有撒母耳的两个儿

子是例外. 第二,同样是儿子行恶,以利虽然无能为力,却也出言相劝,而撒母耳

明知儿子所做恶事已经触犯众怒,却并无丝毫规劝之词. 第三,令人费解的是,
«圣经»中并未提到儿子作恶给其本人或是给父亲撒母耳带来任何负面后果,这

与以利家破人亡的悲惨下场形成鲜明对照.
情节继续推进,以色列众长老立王的要求引发扫罗的出场. 撒母耳接受上

帝启示,膏立扫罗为以色列人的王(«撒»上１０:２４). 扫罗励精图治,召集百姓与

外敌征战,取得一系列胜利,大获民心. 在与强敌非利士人的一次战斗中,扫罗

的儿子约拿单带领仆从单独行动偷袭敌军,夺得战机,却由于没有听到扫罗的军

令,触犯了“晚上向敌人报完仇才能进食”的诅咒,面临被处死的可能(«撒»上

１４:２４;３８~４４). 儿子约拿单的过错无疑给扫罗出了难题,将其置于与以利、撒

母耳相似的境地. 然而,与以利的劝说无效和撒母耳的视若无睹不同的是,扫罗

丝毫不徇私情:“我指着救以色列永生的耶和华起誓,就是我儿子约拿单犯了罪,
他也必死.”(«撒»上１４:３９)扫罗的惩罚措施无疑相当严厉,正如约拿单所辩白

的:“我实在以手里的杖,用杖头蘸了一点蜜尝了一尝. 这样我就死吗?”(«撒»上

１４:４４)周围的百姓对扫罗的判决亦是不解,纷纷为约拿单说情:“百姓对扫罗说,
约拿单在以色列人中这样大行拯救,岂可使他死呢?”(«撒»上１４:４５)在百姓的

极力请求下,约拿单终得赦免. 此事似乎已经完结,但事实并非如此,文本症候

就是在这里出现的.
扫罗显然没有像以利和撒母耳那样纵容儿子的过错,但是扫罗家族非但没

有像撒母耳家族那么幸运,反而与以利家族下场近似,甚至更加凄惨:“扫罗和他

三个儿子,与拿他兵器的人,以及跟随他的人,都一同死亡.”(«撒»上３１:６~１０)
赏罚严明的扫罗惨淡收场,姑息养奸的撒母耳却安然无恙,这一对比强烈的情节

给读者造成了颇为费解的阅读障碍. 扫罗之子约拿单并没有犯下如以利和撒母

耳的儿子那样的重大恶行,扫罗本人更没有如以利和撒母耳那样姑息纵容,但是

其本人和儿子的下场却都凄惨无比. 这一文本症候中是否隐含了当时社会中的

意识形态冲突? 回答这一问题需要对当时的社会历史状况进行考察.
«撒母耳记»完成于公元前６世纪末至前５世纪初期的被掳时期,因表现出

“遵命则兴,违命则亡”的立场,因而与具有相似特征的«约书亚记»«士师记»一起

被统称为“申命派著作”. 通过对相关情节分析,有观点认为扫罗王被废弃的情

节体现了«圣经»编辑者的意图,即以色列君主制的产生(百姓要求“立王”)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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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对神不敬,所以扫罗被塑造为“悖逆神意的反面形象”.①

这一结论值得深思:主导“申命派著作”的意识形态“遵命则兴,违命则亡”中

的“命”是谁的“命”? 是至高神上帝耶和华的,还是以神之名行利己之实的所谓

«圣经»编辑者的? 这是意识形态«圣经»批评具有消解意味的阐释进路,其可取

之处在于,否定了«圣经»中的独一意识形态霸权地位,而揭示出«圣经»是官方传

统和民间传统的共同产物,在“显性文字”之下有许多被遮蔽的“隐性文字”需要

发掘②,从而为传统圣经研究拓展出巨大的阐释空间.
从«圣经»神学的立场来看,神学批评的一个基本前提是人对上帝的信仰认

同,也就是说,上帝对于人而言处于绝对权威地位. 著名犹太史研究专家阿巴􀅰
埃班指出:“犹太民族的所有精神建树都是以它(«希伯来圣经»)为基础的.”③神

学批评认为,扫罗出身于以色列十二支派中最小的便雅悯支派,上帝将其拣选,
赐予其荣耀,立他做以色列人的王(«撒»上１５:１７). 但是扫罗不仅在执行上帝

命令时大打折扣(«撒»上１５:９),还在遭到惩罚之后不知悔改,嫉贤妒能,屡次加

害受到上帝青睐的大卫(«撒»上１８:７~９). 撒母耳对扫罗的训斥最能说明扫罗

犯下的“错误”:“耶和华喜悦燔祭和平安祭,岂如喜悦人听从他的话呢? 听命胜

于献祭,顺从胜于公羊的脂油. 悖逆的罪,与行邪术的罪相等;顽梗的罪,与拜虚

神和偶像的罪相同. 你既厌弃耶和华的命令,耶和华也厌弃你做王.”(«撒»上

１５:２２~２３)在如此义正词严的训诫之下,扫罗只得承认:“我有罪了! 我因惧怕

百姓,听从他们的话,就违背了耶和华的命令和你的言语.”(«撒»上１５:２４)虽然

扫罗苦苦哀求,试图挽回上帝的信任,但是悖逆大罪已经犯下,撒母耳只能宣判:
“如此,今日耶和华使以色列国与你断绝,将这国赐予比你更好的人.”(«撒»上

１５:２８)从神学角度来看,扫罗对上帝命令的违背是显而易见的,而他所受的惩罚

理所应当. 扫罗似乎确实是一个上帝诫命的悖逆者.
但是,症候依然存在:为何撒母耳家族可以安然无恙,难道悖逆上帝必受罚

这一律法条文是因人而设的吗? 其实答案未必十分晦涩,只需触及文本背后的

意识形态冲突,疑问便可迎刃而解.
扫罗其时,古代以色列社会正处于士师制到君主制的转折点,撒母耳本人就

是这一过渡时期的关键人物. 细读文本不难发现,撒母耳空前地集祭司、先知、

①

②

③

参见潘海洁:«从扫罗与撒母耳献祭之争看作者对古以色列政教关系的意向»,«金陵神学志»

２００５年第３期.

RichardA．Horsley,JesusandEmpire:TheKingdomofGodandtheNew WorldDisorder,

Minneapolis:FortressPress,２００３,p．５４．
[以色列]阿巴􀅰埃班:«犹太史»,闫瑞松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１９８６年版,第２２０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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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师三大权力于一身,成为整个以色列民族信仰和世俗领域的最高领袖. 这说

明,以色列神权政治体制至此发展至顶峰.
撒母耳姑息恶子倒行逆施,这一事件成为引发古以色列政治制度交替的导

火索. 处境艰难的底层民众希望像列国那样实行君主制,以改变撒母耳家族一

手遮天的政治形势. 迫于压力,撒母耳自然要采取应对措施. 他力陈王权制可

能带来的恶劣后果,试图说服民众保持现状(«撒»上８:９~１８),但是迫切渴望改

变不公现状的百姓执意要求立王. 无奈之下,撒母耳不得不顺势而为. 撒母耳

为民立王是极不情愿的,这为后续发生的一连串事件埋下伏笔.
为便于直观讨论,我们可以将上述文本概括为五个事件,并以图表形式将其

逻辑关系表现出来. 这五个事件分别是:【事件(１)】撒母耳私自立其子为士师,
且纵子行恶;【事件(２)】百姓不满,要求撒母耳设立国王;【事件(３)】撒母耳不情

愿地立扫罗为王;【事件(４)】扫罗试图严惩儿子过错,但在百姓要求下赦免;【事

件(５)】扫罗被弃,家族覆灭. 如下图所示:

图中五个事件分别以撒母耳和扫罗为主人公形成两条叙事线索,记述“扫罗

立王”的事件(３)是两条线索的结点,也是此篇文本的核心事件. 总体上看,扫罗

被撒母耳立为以色列人的第一任国王,直接原因是撒母耳私自立儿子做士师,并
对其“贪图财利,收受贿赂,屈枉正直”的恶行不闻不问【事件(１)】. 撒母耳家族

权力的高度集中导致民怨沸腾,势必引起各部落长老的一致抗议,进而提出“立

王”要求【事件(２)】. 撒母耳劝说无效,只得暂且同意立王,扫罗由此被立【事件

(３)】. 扫罗做王后不但没有像撒母耳预言的那样鱼肉百姓,反而屡立战功,处事

公正,所以大得民心【事件(４)】. 野心勃勃的撒母耳不愿就此罢手,遂伺机反扑.
最终,扫罗落败,本人被弃,家族覆灭【事件(５)】.

通过上述分析,可以得出结论:撒母耳与扫罗之争本质上反映了传统神权和

新兴王权两种意识形态的政治博弈,而扫罗只不过是王权制设立初期被神权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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压的牺牲品而已. 理由有三:
第一,撒母耳同意“立王”带有被迫性. 细读文本可以发现,以色列王权制的

确立颇费周折. 神权制的代表撒母耳一开始便反对立王,但民意难违,只得暂行

权宜之计,把“立王”作为对百姓的警戒(«撒»上８:６~９). 而后,撒母耳向百姓

陈述王权制的弊端(«撒»上８:１０~１８). 然而已经身处压迫苦难中的百姓不愿

听从撒母耳,执意要求立王. 由此,撒母耳才不得不将立王之事提上日程. 经过

一段时间,撒母耳再次斥责百姓要求立王的举动后,终于主持举行了立扫罗为王

的仪式(«撒»上１０:１７~２５). 然而,直到扫罗带领百姓战胜亚扪人之后大获民

心,撒母耳才向耶和华献祭认可扫罗的王权身份(«撒»上１１:１４~１２:１). 再有,
即使在扫罗被正式立王之后,撒母耳仍不忘长篇大论地斥责百姓立王的举动,细
数耶和华曾给百姓带来的恩典. 甚至求告耶和华以雷霆之威警告百姓若背离神

权将受到严惩,后又温言安慰,可谓软硬兼施,手段用尽(«撒»上１２:２~２５).
第二,撒母耳的立王标准带有目的性和随意性. 撒母耳在部落和长老的强

烈要求下被迫同意立王,但是在决定王的具体人选时带有很大的目的性. 扫罗

所属便雅悯支派位于以色列北方,是十二部落中最小的一支,撒母耳偏偏选这个

支派中的人做王,明显有唯恐王权坐大难以控制的用意. 确定支派后,在具体人

选的甄别标准上撒母耳则显得过于随意:“他有一个儿子,名叫扫罗,又健壮,又

俊美,在以色列人中没有一个能比他的. 身体比众民高过一头.”(«撒»上９:２)
堂堂以色列民族的首任君王,却是由于外形健美而被拣选,令人咋舌. 然而更令

人诧异的是,在扫罗征战四方获得百姓爱戴后,撒母耳为制衡扫罗的王权,费尽

心机地在位于南方的犹大支派中又拣选了一个王———大卫,竟造成以色列历史

上“双王并立”的怪异现象.
第三,扫罗贤能而遭弃. 在描写扫罗遭弃的文本中,有着明显权力斗争和政

治圈套的痕迹. 扫罗被拣选之初并未得到百姓认可(«撒»上１０:１１~１２),甚至

遭到部分人的藐视(«撒»上１０:２７). 然而扫罗对此并不介意,而是励精图治,在

亚扪人的恶意挑衅下主动出击,带领百姓取得重大胜利(«撒»上１１:１~１１),用

实际行动使百姓心悦诚服. 撒母耳在民心所向的压力下,被迫正式立扫罗为王

(«撒»上１２:２~２５). 然而扫罗做王刚满两年,撒母耳就抓紧时机对扫罗进行陷

害. 在扫罗组织百姓同非利士人的一次对战中,敌军人多势众(«撒»上１３:５),
百姓危在旦夕(«撒»上１３:６~７). 圣经中多次记载以色列与敌人征战时神圣信

仰所起的重大作用(如约书亚带领以色列人与迦南五王的大战),信仰的力量在

关键时刻往往能起到鼓舞士气和扭转战局的作用. 然而,在百姓最需要信仰支

持的时候,身为祭司和先知的撒母耳却在自己规定的时间内迟迟未到(«撒»上

１３:６~７). 扫罗无奈之下只能自己向耶和华献祭,恰恰刚刚献完祭之后撒母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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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戏剧性地出现了:“刚献完燔祭,撒母耳就到了. 扫罗出去迎接他,要问他好.
撒母耳说,你做的是什么事呢? 扫罗说,因为我见百姓离开我散去,你也不照所

定的日期来到,而且非利士人聚集在密抹. 所以我心里说,恐怕我没有祷告耶和

华. 非利士人下到吉甲攻击我,我就勉强献上燔祭.”(«撒»上１３:１０~１１)姗姗

来迟的撒母耳既不解释自己迟到的原因,也没有先鼓舞百姓对抗依然环伺在侧

的强敌,却径直向扫罗兴师问罪,并断然宣布扫罗遭弃的预言:“现在你的王位必

不长久. 耶和华已经寻着一个合他心意的人,立他作百姓的君,因为你没有遵守

耶和华所吩咐你的.”(«撒»上１３:６~７)撒母耳此举造成的直接后果,是扫罗所

代表的王权力量极大削弱,从刚开始跟随他的２０００人直接锐减到６００人(«撒»
上１３:２,１５). 在这样一个置百姓生死于不顾,只顾钻营权谋斗争的政治家撒母

耳面前,扫罗遭到废弃自然在意料之中.
撒母耳另立大卫为王,从而一手打造的以色列南北相争的政治格局为王国时

期的以色列埋下巨大隐患. 历史证明,撒母耳确实达到了限制扫罗王权的目的.
在撒母耳支持下,大卫在与扫罗的政治斗争中获胜,建立以色列国. 但是,大卫及

其继任者所罗门始终不忘推行“重南轻北”的国策,长期压制扫罗所属的北方支派,
最终导致所罗门死后以色列一分为二,以色列历史自此进入分国时期.①

南北两国之间的裂痕贯穿整个王国时期的历史,即使大卫王曾将以色列国

力推向鼎盛,但扫罗一族后人始终对其无比痛恨(«撒»上１６:５~８). 甚至在分

国以后,北国以色列也因无法在王族神圣性问题上达成共识而只能兵戎相见

(«王»上１５:２７~２８).
总之,从意识形态叙事的角度进行解读可以发现,扫罗本人的贤能与否并非

其遭到废弃的决定因素,而应归之于以色列民族内部不同权力集团政治博弈的

结果. 撒母耳所代表的神权体制权力过度集中,侵害普通百姓利益,引发民众一

致提出设立王权制的要求,扫罗由此被立. 王权制的确立和发展对神权制形成

威胁,致使撒母耳处心积虑布下圈套对王权制进行打压,而扫罗本人只不过是被

卷入这一政治漩涡中的牺牲品而已.

三、有限君主制与耶稣话语

意识形态解读有着重要的阐释价值和伦理价值,对于打破传统话语的垄断

地位和传 达 边 缘 群 体 的 声 音 有 着 不 可 替 代 的 作 用. 正 如 艾 彻 勒 (George

① 参见[英]布莱特:«以色列史»,萧维元译,基督教文艺出版社１９８１年版,第２２５~２２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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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chele)所论,意识形态批评能够:“(１)揭示语言与意义生产之间的张力关系;
(２)强调文本中运行的多重话语机制;(３)揭示文本生产背后权力关系的复杂本

质,构建文本及其受众的制度化背景,并引起特定阶层读者的共鸣.”①但是,不

可忽视意识形态本质上是政治性的,对文本进行意识形态解读关注的核心点必

然是文学的政治内涵.② 意识形态叙事本身的“政治无意识”有可能会给文本的

意识形态解读带来了严重的操作障碍. 换句话说,将«圣经»作为意识形态冲突

的阵地来解读,难免地会使«圣经»完全沦为意识形态的产物.③ 一如贝罗所言,
意识形态会“对叙事进行再加工使之服务于意识形态的再生产,从而导致(原来

的)叙事被‘意识形态化’”④. 那么,如何防止意识形态«圣经»批评被意识形态

所“反噬”呢?
为尽量避免这一缺陷,«圣经»的意识形态批评还常常辅以“唯物主义阅读”

(Materialistreading)的方法. 皮萍(TinaPippin)指出:“‘唯物主义阅读’这一

术语经常被用来辅助对«圣经»的意识形态解读,这一来源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

术语(在这里)指人们的‘生活经验’与社会状况. ‘意识形态’则被用于处理统治

阶级与被统治阶级的关系.”⑤笔者认为,所谓“唯物主义阅读”的辅助作用,应该

更多地体现于对意识形态泛化现象的约束上. 具体来说,应当充分借鉴唯物史

观的批评路径,揭示特定时代的物质资料生产方式具有的根本决定作用,进而扬

长避短,充分发挥意识形态«圣经»批评独具的阐释功能.
氏族部落是构成古以色列民族的基本社会单元. 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征服迦

南后,遂在占领地划定了十二支派的土地分布格局. “在各个支派(部落)内部,
土地又按照氏族或宗族到家族的形式层层分配. 这种土地所有制度受到法律保

护,各支派的土地不得随意转让.”⑥如此一来,大块土地经过逐层分配后只能以

极为分散的形式进行生产活动,而这种以血缘关系为基础衍生的土地制度具有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GeorgeAichele,ThePostmodernBible:TheBibleandCultureCollective, New Haven:Yale
UniversityPress,１９９５,p．２７３．

TinaPippin, “Ideology,IdeologicalCriticismandtheBible, ”CurrentsinResearch,４(１９９６),p．５９．
DavidJobling, “Feminismand‘ModeofProduction’inAncientIsrael:SearchforaMethod, ”in

DavidJobling,Peggy L．Day,Gerald T．Sheppard,Cleveland(ed．), TheBibleandthe Politicsof
Exegesis:EssaysinHonorofNormanK．GottwaldonHisSixtyＧFifthBirthday,Ohio:PilgrimPress,

１９９１,p．２５０．
FernandoBelo,A MaterialistReadingoftheGospelof Mark,trans．MatthewJ．O􀆳Connell,

Maryknoll:Orbis,１９８１,p．３３．
TinaPippin,Ideology, “IdeologicalCriticismandtheBible, ”CurrentsinResearch, ４(１９９６),

pp．５１Ｇ７８．
王立新:«古代以色列民族律法观念下的王权特征»,«南开学报»２００８年第４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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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当程度的稳定性. 王立新教授认为,摩西律法中有专门用于限制土地集中的

条款(«利»２５:１０,２３~２８),并且在这一土地所有制基础上形成部落长老这一统

治阶层,其势力堪与王室抗衡.①

以色列民族独特的土地所有制使得君主的权力受到严重限制,难以集中大

量物质财富来建立统一的中央集权. 再加上以色列人自古以来就有尊奉耶和华

为终极权力来源的政治传统,世俗王权在以色列就更无法享受周边国家如古埃

及那样的绝对权力和独立地位. 有学者将古代以色列王国这种独特的王权意识

形态概括为“有限君主制”②,以说明王权受神权等诸多方面的权力制衡.
需要强调指出的是,有限君主制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在以色列王国时期,王权

始终处于神权意识形态之下并受其宰制. 先知以赛亚曾说:“雅卫是审判我们

的,雅卫是给我们设律法的,雅卫是我们的王,他必拯救我们.”(«赛»３３:２２)«何

西阿书»的表述则更为激愤:“你曾求我说:‘要给我立王和首领.’现在你的王在

哪里呢? 治理你的在哪里呢? 让他在你所有的城中拯救你吧! 我在怒气中将王

赐你,又在烈怒中将王废去.”(«何»１３:１１)当然,王权亦并非一味顺服,在统一王

国时期,大卫王及其子所罗门采取了多种措施削弱神权的影响(«撒»下８:１５~
１８;«王»上４:７,２:２６~２７). 最明显的措施莫过于建立圣殿,企图控制祭司阶层

的经济命脉,并以荣华富贵腐化之. 到了耶稣时代,高级祭司阶层沦落为贪图富

贵而趋炎附势的无能之辈,说明大卫削弱神权的策略甚是成功.
即便如此,王权在神权之下的政治格局依然没有得到根本转变,原因在于犹

太民族本质上是一个早熟民族,其多灾多难的坎坷命运很早就孕育了发达的宗

教体系,并确立了神权意识形态的终极权威,晚生的王权意识形态势必会受到诸

多利益集团的限制和打压. 也就是说,作为个体的撒母耳和扫罗背后所代表的,
实际上正是王权与神权这两种意识形态之间的对抗. 王权受制于神权的另一个

重要原因还在于,王权缺乏有效的监督和约束机制③,致使王权制温床上孳生出

几任暴虐君王,使得撒母耳的预言竟最终一语成谶:“我父亲使你们负重轭,我必

使你们负更重的轭! 我父亲用鞭子责打你们,我要用蝎子鞭责打你们!”(«王»上

１２:１４)这样一来,王权制就更加难以收获民心了.
以色列历史上神权与王权之间的真正博弈,发生在君主制萌生时期(约公元

①

②

③

参见王立新:«古代以色列民族律法观念下的王权特征»,«南开学报»２００８年第４期.
[英] 塞缪尔􀅰 E．芬纳:«统治史:古代的王权与帝国»,王震、马百亮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２０１０年版,第２０页.
参见张倩红、艾仁贵:«神权与律法之下:希伯来王国的“有限君主制”»,«历史研究»２０１３年第

６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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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１０００年左右). 这自然需要追溯以色列君主制及前君主制时期的政治制度形

态. 以色列民族亡国被掳之后,君主制被彻底摧毁,而后又饱受外邦人轮番奴

役. 直到耶稣时代,以色列又处于罗马帝国、希律王室、祭司贵族等多重压制之

下. 限制君王权力以荣耀上帝的希伯来政治传统深深地刻入犹太民族的文化基

因之中,因此,耶稣(作为犹太人)的话语不免显现了神权限制王权的内涵:一切

权力最终仍要属于在天的上帝,地上的诸王只是作为神的代理人管辖众民,他们

的权力仅局限在世俗统治层面上. 不同之处在于,耶稣面临的内外局势更为复

杂,这位苦心孤诣的犹太改革者需要应对作为世界性帝国的罗马带来的种种问

题,而政治或军事弥赛亚的方案已经被其他运动多次证明失败了.
就基本政治结构来说,随着以色列民族对大卫王朝时期作为黄金时代的美

好记忆内化为挥之不去的弥赛亚情结,神权和王权两种权力类型的区分也得以

存留下来,即分别作为耶稣口中的“上帝”和“恺撒”. 耶稣宣称“上帝的归上帝,
恺撒的归恺撒”,认可了罗马皇帝恺撒的权力具有合法性,这相对于有限君主制

来说无疑有了明显的变动. 神权在世俗王权面前首次让渡部分权力,从而赋予

王权具有在“尘世”与神权相制衡的资格.

结　论

以色列人征服迦南后实行的十二支派层层分配的土地所有制奠定了以色列

王国时期主导的生产资料所有制形式,并在此基础上发生了传统神权与新兴王

权两种意识形态的冲突,以色列历史上第一任君主扫罗是这一政治斗争的牺牲

品. 以色列民族的政治传统蕴含神权至上、君权有限的分权观念. 这种被称为

有限君主制的政治哲学思想随着分散的土地所有制形式和以色列民族的弥赛亚

情结保留下来. 在耶稣时代,这一政治理念被改造为划分王权与神权疆界的二

元政治思想,并通过保罗和基督教的中介作用演变成为重要的政治理论资源.①

① 耶稣只是提供了二元政治观的思想原点,西方政教分离的权力架构迟至１２世纪才正式形成,参

见[美]哈罗德􀅰J．伯尔曼:«法律与革命———西方法律传统的形成»,贺卫方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１９９３年版,第４８９页.


